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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至民国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记忆 

游欢孙
1
 

【摘 要】明代嘉靖、隆庆之际，“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故事，已经在宿松民间族谱当

中先后出现。从康熙县志“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属诸民来实宿松”的正式提出，到道光县志援引《明史》太祖

本纪、节引康熙县志成说，再到民国县志氏族表中“瓦屑坝”异军突起，宿松地方家族始迁祖记忆结构变迁的背后，

是各族始迁祖记忆从口头传颂到文字书写，从民间族谱到官方志书，复由官方志书至民间族谱，最后经由名人文集

的刊刻流行，以及康熙以后民间族谱的大量修纂和相互袭引，而逐渐展开的一个文献传播过程。每一个家族始迁祖

故事的形成与演变，实际上都是族谱编纂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面对一个由故老传说、家族文献、民间谱牒、

地方志书、文人著述，甚至是国家正史所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最终采取的有选择性地记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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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代康熙十二年（1673），《宿松县志》修撰完毕，知县朱维高为之作序，序文略述宿松县之沿革，并着重指出两晋之交与

明代初年政府向宿松的两次官方徙民： 

今宿松固中县也，自汉置仙田为县始，西晋升郡曰松滋，梁升郡曰高唐，唐武德间升为严州，非不麟炳望域。然晋时庐江

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后以客户实旧松滋。明初徙饶属诸民实之。松虽旧邑，尝新造于晋末，又新造

于明初。① 

两晋之交，松滋之民流迁于荆江之南，政府“以客户实旧松滋”，时代遥远，可不具论。明初政府移徙江西饶州府属各县之

民以实宿松，则奠定了明清两代宿松人口发展的基本格局。 

明初官方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言论，亦散见于朱维松为康熙《宿松县志》正文各卷所撰写的“小序”当中，其中卷 7《风

俗》小序有言： 

禹贡纪山川，不纪风俗，明乎？风行自上，俗成于下，视乎移易也。松风俗远不具论，由明初徙饶属诸民来实兹土，豫章

敦朴之风，犹有存焉。其季也，兵荒相轧，俗亦寖薄。盖承平时人重姓族，巨室以礼教自维，小民效之，咸知顾惜名义，近则

长幼贵贱渐相陵越矣。②2 

根据后来道光《宿松县志》的记载，朱维高，号嵩岑，四川阆中人，康熙七年（1668）由武昌推官改知宿松县事，在任期

间“清慎廉明，禁科派，革漕弊，编保甲，审丁户”，“值军兴，节省供亿繁费，一切不假手胥吏，时有‘民肥吏瘦’之谣”。此

外，朱维高“加意学校，撰邑志，序论文章之事亦彬彬焉”。①由此可见，清代康熙初年的宿松，是一个礼教未复，学校未兴，

                                                        
1作者简介：游欢孙，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2①朱维高：《宿松县志序》，康熙《宿松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67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年，第

30—31页。 

②康熙《宿松县志》卷 7《风俗》，第 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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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失序的地方，明初迁入的饶属诸民所带来的“豫章敦朴之风”亦日渐衰微。 

明初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在康熙《宿松县志》卷 36《兵氛》正文当中有更具体的描述： 

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松民来自饶者十居八九，衣冠言动，犹有饶风，屈指先代，土

著不过数姓。② 

这条记载意义非凡。不但再次提及明初官方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事实，更指出这次徙民的确切时间为洪武二年（1369）。

结合前引朱维高志序与小序所言，可以代表清代康熙初年宿松方志修撰者对明代以后宿松人口来源与构成的基本认知。 

明初官方为何要大规模徙江西饶属诸民以实宿松？卷 36《兵氛》又有朱维高小序云： 

松其九地之交衢乎，介豫楚，间两淮，遥通中州，近指水陆，皆取道焉。自春秋以来，其能免于锋镝者盖亦寡也。然户比

绛县，非必争之城，历汉唐诸，略地悬军，祗残飘忽。惟元末红巾起蕲春，鸱巢实偪处此，荼毒之烈，讫无人烟。③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冬十一月，红巾军由黄梅五祖山（白莲峰）起兵“屠宿松”，士民死伤无数。至正十八年正月，陈

友谅攻破安庆，守将淮南行省右丞余阙身死，红巾军尽取安庆所属各县地。之后，宿松又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两大集团势力发

展交汇之地，双方反复争夺，战况惨烈，人民死伤殆尽。④于是，明初政府从隔江而望的江西饶州各县徙民以实宿松，似乎也就

在情理之中了。 

1921年，宿松续修县志付梓刊印，其中卷 7《民族志》再次说道： 

明洪武二年，徙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民来实宿松，先代土著不过数姓，嗣后来者日多，生齿渐众。⑤ 

自康熙修志至民国续志，中隔凡近 250年，明代洪武二年官方徙饶州府属民以实宿松的成说，似乎早已深入宿松士民之心。

不仅如此，民国续志卷 7《民族志》部分又附有《氏族表》二份，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罗列了宿松全县 127 个单姓，23 个复

姓⑥，共 295个氏族的始迁信息，⑦如果排除复姓氏族，则总计有 256个氏族。 

根据曹树基教授的统计，在这 256 个氏族当中，“若迁入时间或原籍不详的氏族略而不计，尚有 213 个氏族可资统计”，其

中元末明初迁入的氏族占 87.9%。⑧从氏族人口数量看，若不计明初以后迁入的氏族人口，1921年宿松县人口迁自江西的占 86.7%，

安徽移民后裔占 6.2%，其他省占 7.1%。
⑨3
因而，无论从移民氏族数量还是移民人口数量来看，元末明初的宿松移民都是一种“重

建式移民”。 

如果将复姓氏族一并统计（共 295个），同时也去除无迁出地或迁入时间的氏族，则共计有 247个氏族，其中迁自江西的氏

                                                        
3①道光《宿松县志》卷 17《职官志二》，宿松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第 314页。 

②康熙《宿松县志》卷 36《兵氛》，成文版原稿文字缺略，此处从宿松县地方志办公室据天津市图书馆藏康熙《宿松县志》转抄

本卷 36《兵氛》，第 14页。转抄本书末附志“据天津市图书馆藏康熙本转抄，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小黑口”，

经仔细比勘，即为成文版影印原版。 

③康熙《宿松县志》卷 36《兵氛》，第 1070页。 

④康熙《宿松县志》卷 36《兵氛》，宿松县地方志办公室据天津市图书馆藏康熙《宿松县志》转抄本,第 14页。 

⑤民国《宿松县志》卷 7《民族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 14辑，第 137页上。 

⑥宿松县的复姓，多指二姓连缀，如“赵李”“王刘”“李张”等等，而不同于“诸葛”“皇甫”等复姓，“若夫甥承舅嗣，兼祧

两宗，欲免差徭，氏人之氏，故宿松复姓为独多，亦著其缘起，以示勿忘”，民国《宿松县志》卷 7《民族志》，第 137页上。 

⑦民国《宿松县志》卷 7《民族志》，第 137页下—147页下。 

⑧⑨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 62、63页，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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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 174 个。如果进一步分析，又可以发现这 174 个来自江西的氏族，大多迁自鄱阳湖周边诸县，其中又以鄱阳县为最多（33

个）。但令人最为惊讶的是，一个之前并不见诸方志记载的小地名“瓦屑坝”，竟然在氏族表中频繁出现，前后共有 50次之多。 

从已有的研究看，“瓦屑坝”移民传说的流行，并不止于宿松一地。在同为安庆府属的桐城县，1970年代日本学者岸本美绪

曾有关于该县张英所著《恒产琐言》的研究，就提及其所见到的 55 种桐城族谱中，以元末明初从鄱阳迁来者为始迁祖的有 21

种，其中提到瓦屑坝这一地名的有 12 种。①同时期的美国学者 Beattie Hilary（希拉里·贝蒂）在关于明清桐城土地与宗族的

研究当中，也曾提及其所阅读到的 63 种桐城县族谱中，有 20%以上的氏族始祖来自鄱阳“瓦屑坝”这个村庄，并且有差不多比

例的氏族来自鄱阳县其他地方。②在宿松以西的湖北黄州府，近年来徐斌的研究也发现，“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同样广泛存在。③

从康熙志“洪武二年奉诏迁松”，到民国志“瓦屑坝”异军突起，其间的曲折原委，需要我们置身于具体而微的地方历史文化情

境，才能进一步理解明清至民国宿松氏族始迁祖记忆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 

二、明代嘉靖“洪武二年奉诏迁松”说的出现 

从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在明代中叶已散见于宿松民间的族谱之中。1933年，宿松“道二公”

支张氏修谱，谱内收录有嘉靖八年（1529）该族七世祖“𣆲公”撰写的一篇谱序，序中就提到始迁祖“道二公”于洪武二年奉

诏迁松的故事，其迁出地正是江西饶州府鄱阳县： 

迁松始祖道二公也，而公之所从出者，则为元玉公，元玉公生于元，登进士第，至正间官太保，后致仕居鄱阳，卒葬团山

务汝村。洪武二年，诏凡地方有土无人者，募人认粮扦插，一时群然奉命，此我祖之所由至于松也。然玉公以前旧牒考究难详，

惟玉公后乃可屈指数之也。而从流溯源，承先启后，雅堪记载者，则自道二公始。④ 

按照谱序的说法，道二公的父亲“元玉公”是一个进士，元末官至太保，致仕以后定居鄱阳。从元末至明代嘉靖八年，中

隔近二百年，这样，宿松道二公的后裔无法接续“元玉公”以上的鄱阳世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道二公”迁入宿松以后，三世单传至“先八公”，“而先八公后，则蓄之极者，其发也勃，积之厚者，其报也隆，数传之

下，人与财并盛，禄与名俱得，冠盖相望，车马烂盈，印累累而绶若若，号曰书香焉”。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家

族修谱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谱序继续说到： 

然欲详来历，无俾失传，欲清世系，无使紊乱，欲别尊卑，无令颠倒，则非谱不可。予深虑夫后人之不晓然于从前之来历，

世系尊卑，致有失传紊乱颠倒之虞，而又深幸夫予之去先八公未远，犹得以详悉其从来历，前之世系尊卑而无毫厘之差也。且

年又最高，得亲见夫下数代之子若孙，桂馥兰芬，方兴未艾，而可以备登之于谱也。但精力少衰，不能独任其事，而江右之邦

彦吴先生、廷旸游先生，则皆优于文墨者也，相与规画采录，逐一详明，成宗谱一牒，以垂后世。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初年道二公这一支的宿松张姓第一次修谱，请来的两个谱师吴邦彦、游廷旸，都是来自江西，从一个

侧面也说明，嘉靖初年宿松地方家族修谱之风尚未大兴，与宿松一江之隔的江西地区，则因宋元时代即已广修宗谱，因而有着

一批精于修谱的谱师队伍。 

由明入清，道二公支的宿松张姓又曾于康熙以后七次续修宗谱⑤4，其中乾隆七年（1742）中的一篇谱序说道： 

                                                        
4
①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 10章，《关于〈恒产琐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 333页。 

②Beattie Hilary: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88. 

③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22－23页。 

④民国二十二年宿松《张氏宗谱》卷首《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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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道二公原系饶籍，父元玉公，元至正进士，官太保，因时变致仕归鄱阳。洪武二年，公徙居松滋治东三十里，地名“杨

徐坂”，传三世先八公，乃立编甲。传七世公，值编审，又另立户“时中”，迄今两户顶充徭役，良有以也。兄𣆲公于嘉靖己丑

岁始修家谱，迎江右游、吴编葺，式法欧公，传十二世士梁公重纂编葺，式法欧苏，去今五十余年。
①
 

从中可以看到，张氏自道二公迁入宿松以后，至第三世“先八公”才被正式编入里甲，拥有了独立的户籍，到第七世公，

又从中析出一户，名曰“时中”。 

《张氏宗谱》内又收录有《公为饶县主分户诗》一首，诗文有曰： 

祖籍饶阳那记年，惟闻迁播贯仙田。修齐有训今犹昔，耕读无荒后继前。止拟亲闱长共绕，谁知氓户即分编。怡怡实下惊

鸿泪，若说相尤事不然。② 

这首诗的题名显然是张氏后人加上去的，其中的饶县主，即饶瑞卿，江西吉水人，举人，嘉靖三十至三十九年任宿松知县。
③诗文强调嘉靖分户，系因赋役编审而起，并非兄弟不和，其中详情，可不置论。不过，诗文首句“祖籍饶阳那记年，惟闻迁播

贯仙田”，似乎也显示出洪武二年道二公奉诏迁宿松的说法，只是“𣆲公”综合父老传闻之后的一家之说，不一定得到了公的认

同。 

乾隆五十九年（1794），张氏续修宗谱，所录《凡例》中一条有云： 

纂修之道，只求一脉相承，原委清晰，以便查览。予姓谱七世祖𣆲公始修，原遵欧式。十二世祖士梁公重修，则以欧法行

苦逼窄，事实不能详书，改作欧兼苏图。今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④ 

从嘉靖八年首修聘请江西谱师，式法欧谱，到康熙二十九年二修的“欧兼苏图”，再到乾隆五十九年四修的改式苏谱，背后

反映的正是宿松民间家族修谱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其中“今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一句文字，则从一

个侧面表明，清代宿松民间族谱的阅读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各族谱牒的体例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仅从此角度看，各族宗

谱当中所收录的始迁祖故事，也就可能由此逐渐传播开来。 

道二公支张氏嘉靖修谱与分户的事例也说明，至迟到明代嘉靖初年，始迁祖“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故事即已由民间的口

头传颂进入到宿松地方家族的族谱书写，并有可能随着民间修谱活动的兴起而逐渐流行，并最终进入到康熙《宿松县志》的文

字书写，从而以一种官方权威的文字形式，深刻影响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故事的叙事模式。 

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一旦进入到地方志的书写，也就不会被轻易改变。道光八年（1828），宿松新志付梓刊刻，该书

卷 15《武备志·兵事》首先援引《明史》太祖本纪云： 

太祖洪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师还。 

文后又用小字节引康熙志所载： 

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先代土著，不过数姓。⑤ 

这实在是一种很巧妙的文字处理。道光八年，《明史》正式刊刻已近百年，道光志的编纂者显然仔细翻阅过其中的太祖本纪，

                                                                                                                                                                                              
⑤分别为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七年、乾隆五十九年、道光九年、同治六年、光绪二十九年、民国二十二年，共计七次续修，见

民国二十二年《张氏宗谱》卷首历修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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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未看到有洪武二年诏徙饶州诸属县民以实宿松的记录，同时又不好直接删除康熙志的这条记载，于是援引太祖本纪当中“洪

武二年己酉九月戊午，征南师还”的文字置于其前，并将康熙志的原文用小字节录于后。揣其用意，当指东南底定，廖永忠所

率征南将士凯旋而归
⑥5
，之后政府才有徙饶州之民以实宿松的诏令，算是为康熙志的记载找了一个理由。 

三、明代隆庆“瓦屑坝”移民传说的兴起 

明代嘉靖八年，“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始迁祖故事，已经在出现在宿松“道二公”支张氏族谱当中。之后不久的隆庆年间，

影响后世同样深远的“瓦屑坝”移民传说，也开始在宿松民间族谱当中出现。巧合的是，这个家族同样姓张，始迁祖叫作“仲

四公”。 

隆庆六年（1572），“仲四公”十世孙张可仕创修族谱并作序一篇，序文第一次描述了始迁祖“仲四公”的故事： 

张氏宋元时江西瓦屑坝人，家鄱阳县。元至正间东南盗起，仲四公领总辖淮舒职，提兵防御诸路，至宿松，贼遂潜遁。公

素与权贵不合，未久罢职。后顺帝役民开金口河，去县五里许，户名“郑璋”鬻产供役，公给之费，不受其产，郑德之，复以

产归公，公以买山并田一塅，遂于是家焉。生子贵三公，匿名不领前职。① 

序文的作者张可仕，字时卿，号春窝，为嘉靖三十五年拔贡，后来历任浙江仁和县与山东沂水县知县。②按照序文的描述，

仲四公是江西鄱阳县瓦屑坝人，祖上在宋元时代一直定居于此。元末至正乱世之中，仲四公“总辖淮舒”，提兵御盗、保障宿松，

但因与权贵不合，不久就被罢了职。以后仲四公买下“郑璋”户名下的山田，从此在宿松地方安家落户。仲四公死后，其子“贵

三公”隐姓埋名，不受其父之职。 

又据《元史》记载，元末的“东南盗起”，始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刘福通之起事③，同年十一月，徐寿辉部红巾

军“屠宿松”。④而元顺帝开金口河一事，时间则在至正二年正月⑤。如此，序文中说“仲四公”先提兵至宿松，后购产定居，在

时间顺序上是自相矛盾的。 

此外，序文中仲四公“总辖淮舒”，也是一个莫名所以的说法。元末至正年间，安庆路守战职位最高之官员为安庆路总管韩

建与淮南行省左丞余阙，其中韩建于至正七年（1347）先至，余阙于至正十二年后至。后来余阙曾撰有《大节堂记》一文，褒

扬韩建力守安庆城之功绩，文末附有安庆路文武大小官员共计四十余人，张仲四未列其中。⑥不仅如此，遍检明代天顺至清代康

熙的各种《安庆府志》与《宿松县志》，也都找不到张仲四其人。 

当然，不管官方史志有无记载，祖先的光辉事迹总还是要继续传颂下去的。乾隆五年，张氏续修宗谱，主修邑廪生张进在

谱序中又说到： 

张氏工正命官，因生有姓，元末总军，御寇为将，盈分瓦屑，一支相承，十有七代。远引世系，彭城诚恐难稽，而近考松

滋，叙述乃确有据。本初迁为第一祖，故征信始仲四公，当其领卒渡江，乔寓西源山内，洎乎扫氛筑室，安处北郭城中。
⑦
 

序文再次强调始迁祖仲四公来自瓦屑坝，是一位元末总军御寇的将军。更进一步的是，这篇序文还讲到仲四公是在元末，

而且是率领士卒渡过长江到达安庆地区。 

                                                        
5
①民国二十二年《张氏宗谱》卷首《三修序》 

②民国二十二年《张氏宗谱》卷首《艺文·诗》。 

③道光《宿松县志》卷 16《职官志一》，第 283页。 

④民国二十二年《张氏宗谱》卷首《凡例》。 

⑤道光《宿松县志》卷 15《武备志·兵事》，第 270页。 

⑥《明史》卷 2《本纪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又可见《明史》卷 129《列传第十七》。 



 

 6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年的《张氏宗谱》在家族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与谱写了明代张氏祖先的传记，其中关

于始迁祖仲四公的记载也更加丰富起来： 

仲四公者，迁松之鼻祖也，仕元，领总辖淮舒职，素以智勇冠于军。至正间，徐颍蕲黄盗起，公与战，所向披靡。尤善抚

摩士卒，得死力，屡困贼于白鹿庄。小人撒敦用事，元之大臣脱脱贬斥引罪，即其宗室罗顺臣后亦隐居桐焉。公毅然自持不少

屈懈，性直不媚权贵，当事啣之，乃遣如松，提兵至，贼鸟兽散，而民间财物秋毫无犯，德公者如慈父母焉。时顺帝役民开金

口河，民变产供役，有解元郑璋户子孙，书懦不能支，公怜而与之费，郑感之弗忘，以田固让，公力辞不获，乃重以金授之。

先是临遣时，公知邪曲害忠，方正难容，挈老小渡江，暂寄山林，未几，果以事中公。幸上怜其勋，得不死，而兵权已解，士

卒无不泣数行下者，贼遂肆行屠戮，松无孑遗。⑧6 

这篇传文的作者张鹏翼①，是康熙《张氏宗谱》主修张世亨的曾孙。张鹏翼在传文之末特别附记云：“翼幼时窃闻先君述曾

祖世亨公所传如此，今纪其略，以垂诸后”，可见，《仲四公传》的主要素材是张鹏翼的曾祖张世亨口头传述下来的。正是张鹏

翼的生花妙笔，最终将一个元末提兵御盗、智勇双全、善待士卒、百战不殆、不媚权贵、含冤解职、渡江避祸的张氏始迁祖形

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不过，仲四公作为张氏的迁松始祖，解职渡江，回归桑梓之后，势必还要重新迁到宿松，传文续道： 

明初年，调鄱西民入镇松邑，乃决邱垅子孙之谋。而每月旦则必具衣冠，北向长号，且谆嘱其子以勿忘元为念。又以远离

邱墓，节届清明，辄摧心刺骨，若受锋刃，其忠孝为何如也。 

乾隆五年，康熙《宿松县志》早已刊刻，“洪武二年奉诏迁松”的说法也广为流传。相对而言，“明初年，调鄱阳西民入镇

松邑”一说，虽然文字有异，但表达的都是官方徙民，奉诏迁松的意思。这样，仲四公于明代初年二次渡江，最终成为张氏迁

松的始迁祖，也就得到了完满的解释。 

始迁祖有创始之功，二世祖有承启之德，乾隆五年《张氏宗谱》对仲四公之子贵三公也单独立传： 

二世祖贵三公者，素有抱负，品诣卓荦。以父仕于元，被谗挂冠，坚忠亮节，公遵命终身弗忘元。明初命复元臣旧爵，公

不出。有劝其仕者，辄拒之，慨然曰：“士争千古，不争一息，皆我君父，未可以功名赎也。”自是放怀山水，览物感叹，不复

问天下事。一日，仲公知不起，呼而叹曰：“余得从廷心公游于九原足矣，尔善事母，无哀过甚”，言毕遂终。公抢地几不欲生，

然于祭吊苫块中，仍秩秩然无遗憾也。先因贼寇屠戮，人民稀少，承平后，调四乡及远方民氏赴集邑中，公奉母赵夫人移民北

关外，虽近城市，不染嚣尘，朝夕承欢，以娱母氏。教三子以孝友，三子皆率循维谨。故荣祖公开五代合爨以笃亲亲之义，皆

公志也。
②
 

相对于仲四公一生的起伏跌宕，贵三公的人生实在是平淡无奇。但贵三公秉承父亲遗训，拒不出仕明朝，上承母亲膝前之

欢，下启子孙孝友之绪，忠孝两节，殆与仲四公无异。当然，由后事推论前事，这样的一位二世祖的人生故事，其实也是很容

                                                        
6①张可仕：《张氏谱序》，隆庆六年，《张氏宗谱》卷 1《序文》，嘉庆二十四五年（1820）刻本。 

②张泰：《可仕公传》，乾隆六年，《张氏宗谱》卷 1《传文》，嘉庆二十四五年（1820）刻本。又可见康熙《宿松县志》卷 18《选

举》，第 353页。 

③《元史》卷 42《本纪第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④康熙《宿松县志》卷 36《兵氛》，宿松县地方志办公室据天津市图书馆藏康熙《宿松县志》转抄本,第 14页。 

⑤《元史》卷 40《本纪第四十》。 

⑥余阙：《大节堂记》，天顺《直隶安庆郡志》卷 11《文词》，第 292—294页。 

⑦张进：《谱分四大支派》，乾隆五年，《张氏宗谱》卷 1《序文》。张进，字孟昭，后来于乾隆十八年得中举人，拣选知县，请见

道光《宿松县志》卷 18《选举志一》，第 325页。 

⑧张鹏翼：《仲四公传》，乾隆五年，《张氏宗谱》卷 1《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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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就能建构起来的。 

乾隆十八年，张进得中举人，拣选知县；乾隆二十六年，张鹏翼得选恩贡，候选教谕。张氏子孙在科举上渐有佳绩，张氏

的祖先事迹也逐渐引起官方志书编撰采访者的注意。首先看道光《宿松县志》中的一条记录： 

总辖张仲四墓，在西源山。至正间，徐颍蕲黄盗起，提兵防御诸路，秋毫无犯，至松贼溃后，遂居松。殁葬此。③ 

这条记载因墓及人，并非人物的专志，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综合了隆庆六年张可仕的序文与乾隆七年张鹏翼的《仲四公传》

的记载，只是文字还过于简略。 

1921年，宿松新修县志，张仲四、张贵三父子二人事迹均有收录，其中卷 37上《列传·忠节》记载张仲四云： 

张仲四，江西鄱阳人，仕元，领总辖淮舒职。至正间，徐颍蕲黄盗起，仲屡出奇计破之，诸路悉平。余寇遁之松，众如林。

权贵撒敦嫉其功，遣如松。提兵至，贼皆望风走，秋毫无犯，松民安堵。敦又以事中之，上怜其勋，得不死。解兵柄去，兵民

皆泣下，拥之不能上马，仲遂居松，隐西源山谷。每月吉，必具衣冠北向再拜，号嘱其子贵之勿忘元。及闻顺帝出居庸，辄椎

心刺骨，若受锋刃，遂愤忧不起，呼曰：“吾得从廷心余公游矣。”言讫卒，葬西源山。④7 

这段文字基本上是照抄自乾隆五年张鹏翼的《仲四公传》。稍微有异的是，宗谱传文当中“又以远离邱墓，节届清明，辄摧

心刺骨，若受锋刃”一句文字，讲的是仲四公在“孝道”方面的表现，与县志表彰其“忠节”的主旨有所不合，所以县志将其

改为“及闻顺帝出居庸”，这样也就更加突出了张仲四的忠义形象。 

民国《宿松县志》卷 37下《列传·孝友》又有张贵三的记载： 

张贵三，元总辖仲四子，以父坚忠亮节，遭谗挂冠，恪遵治命，终其身不忘元，明初贵三匿名不肯出，放怀山水，以孝友

为家传。子荣祖及孙曾元五世合爨百余口，会食以尊卑长幼为坐次，乡人称“一锅张”。孙曾游庠，元孙桓、椿、僖、灏，明经，

仕皆有声。① 

毫无疑问，这段文字也是综合了张氏宗谱中《贵三公传》与相关的谱序记载。唯可注意的是，县志在张贵三传文之后又附

记云：“按张贵三与父仲四，俱见邬志补遗合传，今从同治志稿，以忠节、孝友分列之”，由此可以推断，张仲四、张贵三父子

二人的事迹最迟在道光《宿松县志补遗》一书当中已有收录，只是当时二人合为一传，等到同治续修县志时，二人事迹已经分

开记述，张仲四入忠节传，张贵三入孝友传。
②
 

四、朱书的崛起与“瓦屑坝”移民传说的流行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已经在宿松民间族谱当中出现。康熙十二年，《宿

松县志》修竣，“明洪武二年诏徙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民来实宿松”正式进入官方志书的文字记载。与此同时，影响后世更为深

远的“瓦屑坝”移民传说，也在宿松民间逐渐流行起来。这其中，清代宿松得中进士之第一人——朱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书创修家谱并作序一篇，其文有曰： 

                                                        
7①张鹏翼，乾隆二十六年恩贡，侯选教谕，参见道光《宿松县志》卷 18《选举志一·恩贡》，第 336页。 

②张进：《贵三公传》，乾隆五年，《张氏宗谱》卷 1《传文》。 

③道光《宿松县志》卷 5《舆地志五·冢墓》，第 112页。 

④民国《宿松县志》卷 37上《列传·忠节》，第 143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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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朱以鄱民奉诏徙松邑，历今三百年，所世远，故事湮，又以迭经丧乱，兵燹之余，家乘散亡，在高祖以上者，或失其字

号，或缺祖姆姓氏，生不知其所行之事，殁不识其所厝之兆，为人子孙其可忽忘若是乎……于是询之老成，收之口碑，搜之家

藏，征之石碣，与诸弟姪合各股门，逐一记注，务求确实，为谱一簿。
③
 

这篇序文生动地描写了民间各个家族第一次修谱的普遍情况，那就是家族内部各亲其亲，对于祖先的记忆，一般只能上溯

到本支的高祖一代，高祖以上，殆已模糊，更不要说族内其他分支的祖先情况。所以一般的家族首修族谱，只能“询之老成，

收之口碑，搜之家藏，征之石碣”，先将家族文献收集一番，然后再由族内各支各报本支祖先世系，略加考证，最后汇集成刊。 

朱书在序中讲到祖先是江西鄱阳之民，系奉诏迁徙而来。这一点在家谱的世系部分有更清楚的表述： 

“相山祖”，碑云作“相三”，一云“贵一”，洪武二年己酉自江西鄱阳县之瓦屑坝奉诏迁松，赘曹氏，子二：兴一、兴二。

兴一顶曹氏浙江绍兴军，今未入谱。④ 

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将“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合二为一的始迁祖记载。又据家谱的记载，朱氏

迁松的二世祖“兴二公”，“顶宿松曹氏役，翁原冒曹姓，后生员光汤言于官，始复本姓”。⑤综合来看，在惨烈的元末战争之后，

明初迁入宿松之移民，多有顶充原有土著差役，冒姓入籍之事实。 

当然，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入宿松的移民传说进入朱书一家之谱，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广为民间各族接受。其中

的关键，还要从朱书的人生经历与后来的文化地位讲起。 

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朱书生于潜山县之敢山冲，虽处乱世，但幼承家学，年少渐有文名。康熙十三年（1674），朱书

自潜山归居家乡宿松杜溪，授徒于严恭山下，前后凡五年。康熙十八年，朱书赴县、府试，皆居第一。康熙二十三年，朱书赴

江南乡试，与戴名世邂逅订交。⑥8康熙二十五年，朱书赴安庆参加拔贡考试，又结识了人生的另一个挚友方苞。①该年冬，朱书

以选贡进入京师太学，一时“海内知名士皆集于京师，以风华相标置”。②在京期间，朱书结交了万斯同、梅文鼎、阎若璩、何

焯等一批饱学之士③，并遍游山陕燕赵齐鲁诸地。④ 

康熙三十四年，发妻沈氏亡故，朱书归里悼亡。⑤此后朱书筑室杜溪，往来于宿松、安庆、南京之间，一时不欲复出。朱书

居乡期间，潜心读书著述之外，亦着意于朱氏家史的梳理与乡邦文献的收集，其中与本文写作主旨最相关涉者，当数《记家谱》

《先考仲藻府君事略》《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与万季野书》诸文。 

康熙三十五年清明前一日，朱书写下《记家谱》一文，文中系统梳理始迁祖“相三公”以后历代祖先世系，其中开头一句

再次说道： 

吾家自鄱阳奉诏迁宿松，洪武二年事也。⑥ 

                                                        
8
①民国《宿松县志》卷 37下《列传·孝友》，第 158页上。 

②道光《宿松县志补遗》一书，现已无存，张仲四、张贵三父子合传的具体文字，以及二人事迹是在怎样的一种历史背景下被

收入的，尚需做进一步的考证。 

③民国二十年《朱氏家谱》卷首《始修序》。 

④⑤民国二十年《朱氏家谱》卷二《老系》。 

⑥戴名世在《送朱字绿序》中说：“岁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旧县，登岸与舟子相与语。有两生携手立江干，闻余言，前

问曰：‘子得非桐县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有某秀才，子岂尝识之。’盖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识秀

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问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绿者乎？’生曰：‘我是也。’余曰：‘戴

秀才即我也。’因相视一笑，至余舟趺坐，各道生平，则皆大喜过望。余自识字绿姓名并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未一见字

绿为恨，字绿之于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与问姓名，欢然抵掌，岂不快哉！”这一颇具戏剧性的一

幕说明，戴名世与朱书均是年少即有文名，相互倾慕有年。参见《戴名世集》卷 5，王树民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

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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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记家谱》前后不久，朱书还写下《先考仲藻府君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一文，详述其父母的生平遭遇，兹摘

引其部分文字如下： 

书始祖相三公，奉诏自鄱阳瓦屑坝来宿松杨西坂。赘于曹氏，历五世而有讳文鐤者，书高祖也。考讳光陛，一讳德，字仲

藻。值明季乱，流贼屠掠大江以北，岁大祲疫，诸事农者略以筋力延朝夕。府君既读书，不能作苦，滨于死数矣。然府君卒不

废书。江南既定，邑人数奉闽粤命，府君乃跳身授徒太湖、潜山山中。以丙戌岁出，间归，不恒居，凡出二十八年始归，归则

世业荡然矣……邑志载府君入《文学列传》，孺人入《慈孝列传》，盖其略也。⑦ 

又据《事略》所载，朱书的父亲朱光陛生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卒于清代康熙乙卯十四年（1675）。朱光陛逝后十

三年，其妻尹氏去世，时间在康熙二十七年。从上引《事略》最后一句文字来看，朱书撰写该文之时，其父母的事迹已被分别

写入康熙《宿松县志》的《文学列传》与《慈孝列传》，大概是因为县志文字陈旧简略，朱书才写下这篇《事略》，详述其父母

生平经历。⑧9 

以上摘引《事略》一文，已尽见朱光陛在明末清初乱世中之遭遇，但更重要的是，《事略》起首“书始祖相三公，奉诏自鄱

阳瓦屑坝来宿松杨西坂”一句文字，可以进一步证明前文所引《朱氏家谱》家谱世系部分，对于始迁祖相山公“洪武二年己酉

自江西鄱阳县之瓦屑坝奉诏迁松”的记载，确实是出自朱书始修之笔，而并非朱氏后人续修家谱时掺入的文字。 

由家族而地方，朱书又写下了《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以下简称《告同郡书》）一文，该文开篇有曰： 

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霍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塘，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

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惟

元以后至今为甚盛。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其人，大者登列史册，小者系名志乘，犹多自

为纂录，各成一家。① 

结合前文康熙《宿松县志》“松民来自饶者十居八九”“屈指先代，土著不过数姓”的记载，朱书显然是由宿松一县而推及

安庆一府，认为元末以后的安庆府属各县人口，也都大多迁自江西。朱书又将安庆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地理单元，并认为安庆

                                                        
9①方苞：《朱字绿墓表》,“余之交，未有先于字绿者。康熙丙寅，归试于皖，先君子携持以行，侪辈间籍籍言宿松朱生，因从

先君子访字绿于逆旅，辞气果不类世俗人。将返金陵，遂定交。字绿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绿。”参见《方望溪全集》卷 12，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 170页。 

②方苞：《朱字绿墓表》，《方望溪全集》卷 12，第 170页。 

③方东树：《序》，《朱杜溪先生集》，道光三十年刻本。 

④蔡心寰：《朱书年谱》，《朱书集》，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第 532—535页。 

⑤朱书：《亡妻沈长君事略》，《杜溪文稿》卷 8《杂著》，上海图书馆藏康熙三十九年刻本，第 14—17页。 

⑥朱书：《记家谱》，《杜溪文稿》卷 8《杂著》，康熙三十九年刻本，第 9—10页。 

⑦朱书：《先考仲藻府君事略》，《杜溪文稿》卷 8《杂著》，第 10—13页。 

⑧《事略》一文，未署确切的写作时间，但至迟已收录于康熙三十九年刻本《杜溪文稿》卷 8《杂著》，上海图书馆藏，第 10－

13页。朱光陛卒于康熙十四年，其妻尹氏卒于康熙二十七年，朱书撰写《事略》时，父母事迹已载入县志，则其时间必在康熙

二十七年以后。现存台湾成文版康熙《宿松县志》，标为康熙二十四年刊本，查该志卷 14《职官表》所载，“唐宗圣，文本桂林

府永宁州人，壬子科举人，二十八年任现任”，由“任现任”三字，似可推断该志即于唐宗圣任内刊刻，见该志第 333页。如此，

则成文版实为康熙二十八年以后之增刻本。又据道光《宿松县志》卷 16《职官志一·职官表一》载，唐宗圣于康熙二十八年任

宿松知县，至康熙四十九年止，前后凡 22年，时间跨度之长，颇令人怀疑。同书卷 17《职官志二·名宦》记载：“唐宗圣，康

熙二十八年知宿松县事，在任十余年，爱民如子，至今父老称贤令必首唐侯”，“十余年”，到底十几年？亦不能断定。分见该志

第 287、314—315页。据康熙志卷 27《文学列传》所载：“朱光陛，幼善属文，值明季乱，父朝宦、母李年且老，陛隐居授徒以

志养亲。谈经史娓娓不倦，潜太诸邑人士多负笈来学。年六十八，子三，幼子书首拔邑庠，有文名。”又据《朱氏家谱》卷 2《世

系》所载，康熙十九年朱书入泮，二十五年拔贡，四十一年中举，四十二年中进士，《文学列传》所载，显然还是康熙二十二年

县志成本。康熙三十四年，朱书发妻沈氏亡故，年仅 34岁，朱书撰《亡妻沈长君事略》一文予以深情悼念。次年清明节前一日，

朱书又撰《记家谱》一文系统梳理家族世系。联系到这两点，或可猜想朱书居乡期间，着意家史的梳理，因县志记载陈旧简略，

而写下了这篇详述父母生平的文字，时间当亦在康熙三十五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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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盛，恰与元末明初以后各地移民迁入安庆差相同步。然而，由明至清三百年来，安庆一府人文虽盛，但因多系“自为纂

录，各成一家”，却无专书予以阐扬。 

朱书征纂皖江文献，又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告同郡书》接下来说道：“今有明一代之史将已告成，当事者虽极意搜罗，

而先贤子孙多贫弱不能自致，则厥遗者多”，“至于志乘所载，尤难尽允”。朱书以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与康熙二十二年《安

庆府志》为例，前者所录的安庆人物，“明以来不过数十百人”，后者十八卷，但其中“人物仅两卷，明以来凡五六百人，人各

数语，不但不足概其一生，而卓然可传后世者或复不备，而一盛于元以后至今，可谓难矣，乃卓然可传者又渐不传，岂不惜哉”。

正因如此，朱书回乡不久，即写下了这篇《告同郡书》，希望“六邑同志之士，共为揽缀，或行状、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

文，乞赐邮寄。元以前皖人入史志者不复具，惟搜明至今止，凡显仕隐晦独行，概为立传，有著作可传者，别为一书，名曰《皖

江文献》”。
②
 

康熙三十五年前后，《明史》的编纂已接近尾声，但乡中先贤的子孙却“因贫弱而不能自致”，以致先贤事迹湮没无闻。朱

书对此是有深切感触的。他在致明史主编万斯同的《与万季野书》中，开篇即讲到表彰乡贤事迹的重要：“窃闻之君子不阿所好，

若私其乡里，而欲文饰其不足，传之人引以为重惑已。然乡里有名贤，而后世无闻焉，则君子耻之。” ③ 

朱书还提到，整个明代，宿松县“以进士入仕者”，仅有杨春芳、金忠士、张凤翥、田有年 4 人，“此四君子者，张兵备无

后，余俱不能自达。倘有一事一言可取者，尚祈俯垂收录，以慰幽隐焉”。朱书在文末又说，自己“于四家虽同里居，然素无亲

好，所以哓哓者，惟仰体盛德，冀阐潜徽”，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居乡其间，搜录“四家事实”，做一个阐扬乡贤潜徽的君子。 

康熙三十九年（1700），朱书在南京将所作古文结集刊刻，戴名世为之作序，序文中说：“予与字绿年相若，予之学古文也

先于字绿，而字绿之为古文予实劝之。乃予与字绿东西奔走不能合并者凡七年。至是遇于金陵，而字绿之志益高，读书益勤，

而文章日益工” ④，对朱书的古文予以高度肯定。 

又据方苞回忆，康熙二十五年朱书贡入太学之后，“时语古文，推宋潜虚，语时文，推刘无垢” ⑤，朱书一时尚寂寂无名。

康熙三十五年，方苞访朱书于杜溪，朱书“出其数年客游之文”，“则所蓄愈厚，而其光辉然而不可遏矣。”康熙四十年，朱书至

南京，以新刻《杜溪文稿》相赠，方苞“始见之甚喜，继复大骇，久而惭且惧也”。⑥康熙四十一年，朱书在方苞的劝说之下复

出，⑦“及壬午再至京师，声誉一日赫然公卿间，二君若为小屈焉。遂连举甲乙科，入翰林，馆中先达皆严惮之”。⑧经过多年的

游历与沉潜，朱书学力精进，终于大放光芒。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朱书在中进士之后，参与编纂《佩文韵府》，“辰入酉出，积

劳成疾” ⑨10，竟于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病卒于北京，终年 54岁。 

以上不嫌枝蔓，论述朱书一生经历，特别是其编修家族谱牒，撰写家人传记，征纂皖江文献之详情。纵观朱书一生，困苦

时多，显扬时少，但力学不辍，不但成为清代宿松第一个进士，更以道德文章赢得了后世广泛的赞誉。 

康熙三十九年，《杜溪文稿》刊刻成书。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牵连获罪者多，当时朱书虽已亡故，但因为

戴氏《忧患集》作序，其子孙惧祸而深掩其书。乾隆三十八年以后，四库开馆，朱书之孙朱效祖“性过兢慎，乾隆时偶有禁书

之令，藏书数万卷，举归煨烬，杜溪遗稿半没于此，学者惜之”。①但纵然如此，朱书的诗文在康熙以后依然被不断传抄与刊刻。

                                                        
10①②朱书：《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杜溪文稿》卷 1《书》，第 4—5、5页。 

③朱书：《与万季野书》，《杜溪文稿》卷 1《书》，康熙三十九年刻本，第 1－2页。 

④戴名世：《杜溪稿序》，《戴名世集》卷 3，王树民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 57页。 

⑤宋潜虚，即桐城戴名世，刘无垢，即江浦刘岩。 

⑥方苞：《朱字绿文稿序》，《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 4，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 6月，第 307—308页。 

⑦“时字绿弃时文而不应有司之举已数年，或劝其入京师，就决于余，余曰：‘子之学成矣，而力有余，虽复为此，无害。’而

字绿北行，果逾年而成进士。”见方苞：《朱字绿文稿序》，《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 4，第 308页。 

⑧方苞：《朱字绿墓表》，《方望溪全集》卷 12，第 170页。 

⑨道光《宿松县志》卷 21《人物志一·理学》，第 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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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1736），朱书长子朱晓重刻《杜溪文稿》四卷，卷 3收录《与万季野书》《告同郡书》二文。②嘉庆二十三年（1818），

庐江人章炜（字元诚，号琯香）又将蕲州老儒陈诗（字观民，号愚谷）所收集的朱书遗文四十篇付梓刊刻，题为《朱字绿先生

古文钞》，《与万季野书》《告同郡书》及《记家谱》《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文尽收其中。
③
道光十一年（1830），桐城学者方东

树主讲宿松松滋书院，应朱书族孙朱麟之请，“订其脱谬，更易其卷第”，为《杜溪诗文集》十卷。④道光三十年，宿松进士石广

均又在方东树的基础上搜罗散佚，得朱书古文诗赋若干首，编校付梓，定名为《朱杜溪先生集》，这便是后世广泛流通的石氏清

贻馆版本。 

朱书的文集在清代各个时期辗转传抄与刊刻，《与万季野书》《告同郡书》及《记家谱》《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文也随之广

为流布。与此同时，朱书于康熙二十三年始修的《朱氏家谱》，在之后也曾多次续修： 

我始祖相山公于前明洪武二年己酉自鄱阳奉诏迁松，至大清康熙己巳，凡三百二十一年。先太史字绿公创修家谱，乾隆二

年丁巳晓人公重加修辑。越五十五年，岁在壬子，之凤公纠同敦敏、深源诸公，绳祖武而增修之，我族谱牒之义例、程式，遂

为阖县修谱之楷模焉。嗣是而后，尊五、遵渚诸公四修于道光三年癸未，联芳、华林诸公五修于咸丰三年癸丑。⑤ 

上引文字是光绪二十九年《朱氏家谱》六修时对于之前五次修纂的追述，其中的康熙己巳二十八年，指的是朱书始修家谱

正式刊刻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乾隆壬子五十七年以后，《朱氏家谱》的义例程式，已经成为宿松全县修谱

的楷模，被各族竞相仿效。 

道光二十五年（1845），宿松燕氏重修宗谱，其中《凡例》一条有云： 

谱学盛推庐陵眉山，体裁规制相为异同，是谱折衷两家，参之太史，以世系为经，以世表为纬。⑥ 

这条凡例明白地说到，《燕氏宗谱》的编纂，是综合了欧谱与苏谱的体裁规制，并参考了朱书的家谱体例，由此可证乾隆以

后《朱氏家谱》“遂为阖县修谱之楷模”一说绝非虚语。如果再结合本文第二部分乾隆五十九年《张氏宗谱》“凡例”当中“今

阖邑谱系率尚苏公体式，故予族亦从同焉”的表述，则可以再次证明清代宿松民间族谱阅读的开放性，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推论，

作为阖县修谱楷模的《朱氏家谱》，其所记载的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松的始迁祖故事，必然也广为人知与传播，并有可

能极大地影响民间各族的始迁祖叙事。 

本文“引言”部分曾经提到，民国十年《宿松县志》卷 7《民族志》所附两份《氏族表》，共计罗列了宿松全县 295 个氏族

始迁祖的信息，其中标明迁自“瓦屑坝”的氏族共有 50 个之多，一一分析，势必不能。以下仅就其《氏族表一》所附 18 支张

姓，结合笔者实地寻访所得之 1995年宿松《张氏联宗谱》
⑦11

内收录各支张姓始迁祖信息，见表 1。 

表 1民国《宿松县志》18支张姓始迁祖信息 

族别 始迁祖 始迁时间 来自何处 迁徙原因 族谱始修 

                                                        
11①道光《宿松县志》卷 21《人物志一·文学》，第 392页。 

②《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3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 699－700页上，第 702－703页上。 

③《朱字绿先生古文钞》卷 1《书》，卷 3《传·事略·记》，上海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三年刻本。 

④方东树并撰序文一篇，极力表彰朱书之学问成就：“此岂仅一方之文献而已！盖国朝诸名家著书若此者，实不多见，是固将追

古之作者如孙樵、李翱、苏洵、曾巩辈，并垂不朽于天壤。其文又皆经世析理之言，高峻曲畅，气韵温厚，得法雄深，无一语

为时人所能措。而考其言之所至，其所得于内者，行又足以充之，孚于乡党，信于友朋，足以重天下而传后世无愧也。”方东树：

《序》，《朱杜溪先生集》，道光三十年刻本。 

⑤民国二十年《朱氏家谱》卷首《六修宗谱序》。 

⑥光绪二十一年《燕氏宗谱》卷首《凡例》。 

⑦原谱名为《张氏宗谱》，谱内目录又曰“联宗谱目录”，本文概称《张氏联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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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惠股 怡惠 宋治平间 鄱阳西山之山田张家湾  道光元年 

仲四股 仲四 明初 江西鄱阳瓦屑坝 奉调人镇松邑 隆庆六年 

得枢股 得枢 元至正二年 瓦屑坝金鸡岭叶家村  乾隆五十八年 

联吉股 联吉 元末 豫章鄱湖洲瓦屑坝 奉诏迁松 乾隆二年 

祝三股 祝三 元末 江西   

子默股 子默 明洪武初 江西鄱阳  嘉庆八年 

天三股 天三 明洪武初 江右饶州鄱阳  乾隆十四年 

信斋股 述圣 明洪武初 江西饶州鄱阳瓦屑坝 响诏迁松 嘉庆三年 

伯海股 伯海 明洪武二年 蕲黄 奉诏迁松 嘉庆十六年 

千六股 千六 明初 鄱阳县  乾隆九年 

挥一股 挥一 明洪武二年 江西饶州鄱阳叶家村 奉诏迁松 乾隆三十二年 

道二股 道二 明洪武二年 饶州府鄱阳县团山务汝村 奉诏迁松 嘉靖八年 

德清股 德清 明洪武二年 南昌府军籍  乾隆十四年 

元正股 元正 明洪武十七年 太平府当涂县  嘉庆二年 

尊五股 绍远 洪武二年 抚州金溪顺德乡廿都崇溪里桥西村 奉诏迁松 嘉庆元年 

隆一股 隆一 明永乐二年 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 响诏抵松 道光二十八年 

务宪股 务宪 明成化癸卯 江西吉安太和茅当村  乾隆四十七年 

家茂股 家茂 万历十年 金陵   

 

资料来源：民国十年《宿松县志》卷 7《民族志·氏族表一》，《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 14 辑，第 142 页。其

中“来自何处”“迁徙原因”“族谱始修”系据《张氏联宗首修谱序》内各支始迁祖信息增补。 

据《张氏联宗谱》内所录民国元年《宿松张氏联宗议约》①所载，该年共有务宪、子默、尊五、挥一、千六、天三、隆一、

仲四、仕杰、信斋、元正、道二、怡惠等 13支张姓“首创联宗，肇合俢之举，并明文立约，后因他故，未遂斯愿。” ②后来，宿

松张氏又在黎协河畔建张氏总祠一幢。1942年，张氏修葺总祠，当时“亦有联宗动议，终因寇侵国危，未竟其事”。③因而 1995

年宿松张氏联宗，实为该县张氏第一次联宗。参与联宗的各支张氏，除了民国元年的 13支外，又有德清、尊五等 7支加入，表

1所列民国《宿松县志》收录的 18支张姓，惟有祝三、家茂 2支不在其中，其他 16支张姓均有族谱始修序或源流序可资分析。 

据表 1所载，18支张姓当中，明代始修族谱的惟有“仲四”与“道二”2支，均已见前文之论述，其余 16支张姓族谱之始

修，无一例外均在清代乾隆以后，其中更有 7 支始修在为时更晚的道光时期。由此可见，宿松地区民间各族的修谱高潮发生在

清代康熙以后，殆为一基本之事实。从迁入时间上来看，元末明初迁来的共有 14支，其中又有 5支明确记载为“洪武二年迁来”，

其中更有 4支明确记载“奉诏迁松”。从迁出地点看，迁自江西的共有 16支，其中又有 11支迁自饶州鄱阳县，更有 5支明确记

载迁自“瓦屑坝”。从迁徙原因看，又有 8支声称“奉诏”而来。无怪乎 1995年《张氏联宗首修谱序》当中说道：“上述各股，

多来自元季明初，定居已六百余载。迁松居者，多因奉诏来自豫章。” ④ 

兹将表 1所载“仲四公”以外 4支从瓦屑坝迁来的张氏始修谱序内容节引条列如下： 

（联吉股）吾祖自珍公始居豫章鄱湖洲瓦屑坝，明洪武二年与堂兄仕礼公，共迁宿松，公始居城东太定坊，仕礼公居洪家

咀。⑤ 

（得枢股）我祖得枢公，元至正二年由江西饶州府瓦屑坝金鸡岭叶家村迁松滋，卜陈汉钓鱼台而居焉，卒葬此地，我族绵

涓，皆公泽也。⑥ 



 

 13 

（信斋股）明洪武二年，江左兵氛靖，蒙祖偕弟师祖越鄱阳湖，渡九江而北，胥宇松城东街。厥后师祖殁，其裔归于豫章，

相传故里曰瓦屑坝，年远殆不可考。⑦12 

（隆一股）我祖隆一公，明西江处士也，永乐二年偕弟隆二、隆三由瓦屑坝渡江诣邑北关外卜居藕塘角，瓜瓞之绵，肇于

此矣。① 

以上联吉、得枢、信斋、隆一 4 支张姓，创修宗谱时间分别在乾隆二年、乾隆五十八年、嘉庆三年、道光二十八年。其中

得枢股迁自元至正二年，联吉、信斋二股均迁自洪武二年,隆一股则迁自永乐二年。此外，四支张姓虽然均宣称迁自“瓦屑坝”，

但表述不尽相同，其中联吉股的“瓦屑坝”附于“豫章鄱湖洲”之后，得枢股则将“瓦屑坝”置于“江西饶州府”与“金鸡岭

叶家村”之间。因而无论从迁入时间，还是从迁出地点来看，均不能与前文所述“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松”的移民传

说完全契合。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不契合恰恰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一个家族族谱的创修者，都必须要积极面对和谨慎

处理时间上更为早出的各种口头传说与文献记载，才能够书写出属于自己的始迁祖故事。我们不能妄加臆断，更不能固执强求

那些声称祖先于洪武二年奉诏迁松、或祖先迁自瓦屑坝的族谱编纂者，到底是采择了家族和民间的哪种口头传说，或是综合了

哪些具体的方志和族谱的文献记载，才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始迁祖故事。 

五、讨论 

明代嘉靖八年“道二公”支张氏与隆庆六年“仲四公”支张氏的修谱事实，可以说明至迟至嘉靖、隆庆之际，“洪武二年奉

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已经在宿松民间开始出现与流行。两支张氏均迁自饶州，或许正是这些在明代前期和中叶即

已陆续修纂族谱的文化大族的始迁祖记忆的形成与传播，共同促成了康熙《宿松县志》“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诸属县民来实

宿松”一说的出现。 

无论如何，民间记忆一旦进入官方志书，便获得了难以估量的文字权威。康熙二十三年，参与校阅县志的朱书创修家谱，

将“洪武二年奉诏迁松”与“瓦屑坝”的移民传说合二为一。以后，朱书拔贡入京，中进士，点翰林，其间又刻文集，收入《记

家谱》《先考仲藻府君事略》等与祖先记忆紧密相关的文字。乾隆末年，《朱氏家谱》之义例、程式，又成为宿松全县各族修谱

之楷模，其所记载的“洪武二年奉诏自鄱阳瓦屑坝迁松”的始迁祖故事，亦广为人知与传播。如此，朱书虽然不是宿松“瓦屑

坝”移民传说的首创之人，但其在康熙以后“瓦屑坝”移民传说广泛传播当中的关键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又可以重新品味谭其骧先生对民间谱牒资料之于内地移民史研究的资料意义的评价。上世纪 30年代，

谭先生写下近代移民史研究的开山名篇《湖南人由来考》一文，文后并附《或问代答二则》，其中第一则特别论及谱牒资料对于

内地移民史研究之意义： 

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

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②

13
 

                                                        
12
①《张氏联宗议约》，民国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张氏联宗谱》卷上，1995年，第 56页。 

②③④《宿松张氏联宗首修谱序》，《张氏联宗谱》卷上，第 15—24、22、22页。 

⑤《联吉股一修序》，《张氏联宗谱》卷上，第 76页。 

⑥《得枢公迁松源流序》，《张氏联宗谱》卷上，第 101页。 

⑦《信斋股合修谱序》，《张氏联宗谱》卷上，第 92页。 
13①《隆一股源流序》，《张氏联宗谱》卷上，第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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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生认为，民间谱牒最不可靠的内容是其攀援附会，将始迁祖以上的世系延伸到更远的帝王将相与历史名人。但内地移

民史研究考察的是各族始迁祖“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与始迁祖以上的祖先世系并不相关。更重要的是，谱牒中的始迁祖从何

时来，从何地来，并不会对其家族的声望荣誉有任何的影响，因而不必刻意地强调或掩饰。正因为这样，民间谱牒当中虽有许

多不可信的内容，但其对于内地移民史研究的史料意义却十分重大。 

上引谭其骧教授对民间谱牒史料意义的评价，是他利用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邵阳县乡土志》、光绪《武冈州乡土志》、

光绪《靖州乡土志》、光绪《湘阴县图志》等五种方志中的氏族志表内容，详细考察历史时期湖南人由来所得出的认识。这五种

方志中的氏族志表，与本文所引用的民国《宿松县志》卷 7《民族志》中所附的氏族二表，其史料性质殆无二致。对《宿松县志》

氏族二表详加整理与统计，作为内地移民史一章的历代宿松人之由来，何时来，何地来，亦于焉可得矣。 

然而，从康熙《宿松县志》“洪武二年诏徙江西饶州府鄱阳、乐平诸属县民来实宿松”中的鄱阳、乐平二县并峙，到道光《宿

松县志》援引《明史》太祖本纪、节引康熙县志成说，再到民国《宿松县志》氏族表中鄱阳一县独大、“瓦屑坝”的异军突起，

宿松地方各族的始迁祖记忆也悄然发生了转变。清代康熙以后宿松县地方家族始迁祖记忆结构变迁的背后，其实是各族始迁祖

记忆从口头传颂到文字书写，从民间族谱到官方志书，复由官方志书至民间族谱，最后经由名人文集的刊刻流行，以及康熙以

后民间族谱的大量修纂和相互袭引，而逐渐展开的一个文献传播过程。 

最后，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民间各族在第一次编纂族谱之时，大多会碰到朱书在创修家谱时所描述的家族内部各亲其亲，

高祖以上记忆模糊、文献无征的问题。每一个家族始迁祖故事的形成与演变，实际上都是族谱编纂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下，

面对一个由古老传说、家族文献、民间谱牒、地方志书、文人著述，甚至是国家正史所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最终采取的

有选择性地记忆的结果。这样，始迁祖何时来、何地来，甚至怎样来、为何而来，就不仅仅只是移民史层面的问题，其背后还

可能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因而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区域历史情境与家族历史脉络，予以更好地揭示。 

〔本文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2016年研究项目（2016B04）的阶段性成果〕 

                                                                                                                                                                                              
①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356页。 


